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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

【提要】 中央在四年前批准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何专门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 作为中国历

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该所名称为何定为“历史理论”而不是“史学理论”? 新时代历史理论

研究的学科布局有何特点? 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存在哪些短板、须突破哪些

瓶颈? 作者尝试结合牵头组建历史理论研究所的体会，就上述问题谈点一得之见，希望大家能共同

思考、推进研究。
【关键词】 新时代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三大体系”

一

五卷本《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终于问世了! 这是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后首次推出的

集体研究成果，是《史学理论研究》改刊三年来刊发优秀论文的集中呈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

建所思路和成长轨迹。
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建所方案经过多方论证、再三斟酌，最终由中央审定。该所名为历史理论研

究所，不是史学理论研究所，如此取舍是含有深意的。一是突出强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强调要

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我们所说的历史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 本所下

设九个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排列第一。二是解决了概念之争。顾名思义，历史理论

指阐释客观历史本身的相关理论，史学理论指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理论，两者内容有交叉，

但主体不一。关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概念的异同、大小，学界看法并不一致。研究所名称的确

定给出了明确答案，即“历史理论”概念大于或优先于“史学理论”概念。我们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有

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仍可以深化思考，但不必拘泥于概念之争。①

历史理论研究所诞生于新时代，是应运而生。中国历史研究院由六个研究所组成，除中国社会

科学院原有的五个相关研究所外，历史理论研究所是唯一新建的研究所。中央为什么要专门成立历

史理论研究所? 我想，这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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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编五卷本《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文系笔者

2022 年 10 月为这套丛书撰写的序言。
目前，“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两个概念实际上仍在交叉使用。例如，历史理论研究所所刊名为《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 9 月完

成换届选举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名为“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这是延续历史，而变更名称洵非易事，须走较为繁杂的报批程

序。学界时下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大多仍约定俗成，冠名为“史学理论研讨会”。我们似应在概念使用上力求统一，避免掰扯不

清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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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
新中国诞生给中国历史学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明确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

位，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科学解答了历史学为谁著书立说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进

而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极大推动了新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在蓬

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挑战———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

样化趋势的发展，以及东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汇，我国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

点，唯物史观遭冷落、质疑和冲击的现象日渐显现出来。有人矫枉过正，出于对过去一度盛行的极左

思潮的抵触心理，说了一些过头话。也有人蓄意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不时发出一些噪音杂音，随意涂

抹、肆意歪曲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借谈论历史来否定现实，散布错误的历史观，形成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产生恶劣影响。
历史观涉及对是非、正邪、善恶、进步与落后的评判，与价值观密不可分。否定历史发展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颠倒是非、正邪、善恶、荣辱，就会使人丧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模糊对方向、道路等

原则问题的认识，导致价值观扭曲。价值观一旦混乱，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社

会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就会滋蔓，乃至乱象丛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一言以蔽之，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一旦泛滥，就会肢解我们的自信，消磨我们的意志，腐蚀我们的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① 由此观之，加强历史理论研究，巩

固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历史观尤其是正确党史观，已是刻不容缓。坚持以唯物

史观为指导，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的重要前提，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区别于

欧美国家历史研究的根本标志。
二是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学术尤其是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积极参

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发展，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历史学与时俱进，也取得累累硕果，但相比之

下，总体上参与有限、发声有限。这与历史学本质上属于基础理论研究有关，也与其研究滞后有关。
平心而论，我们的历史研究存在两个缺陷，不能很好地顺应大势。其一，与现实脱节。有人自诩“清

高”，搞所谓“纯学问”，有意识地远离现实、回避政治。其实，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不可能抽

刀断水; 昨日中国是今日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研究历史，不能就历史论历史，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现

实，遑论历史学原本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二，重考证、轻理论，研究呈现“碎片化”、条块分

割。有人专注细枝末节研究，研究题目小、研究范围窄，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谈到理论或现

实问题便张口结舌，茫然莫知置对。考据是治史的基本功，没有考证便无信史可言，但不能“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不能无视或忽视宏观理论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迫切需要历史学

发挥鉴古知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②新中国的前途为什么是社会主

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深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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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3 页。
《三国志》卷 59《吴书·孙奋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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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创性贡献是什么? 回答此类重大

理论问题，都必须从历史上来追根溯源。当代历史学若想真正成为显学，具有生命力、体现影响力，

就必须顺应时代需要，力戒那种选题无足轻重、搞繁琐考证、内容空洞的学究式学院式研究，有意识

地加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积极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①

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相期许写《史记》，司马光为资政著《资治

通鉴》，均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北宋大儒张载“横渠四句”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身处新时代，我们的胸襟应当不比古人逊色，理应具有强烈的使命和担当

意识。
三是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

出巨大贡献，而历史学的发展总体上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未能居于国际学术界

中央，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笔者 1994 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明清小说

研究专家韩南( Patrick Hanan) 教授在交谈时善意地表示:“谈到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目前世界上重

要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然而在将来，重要的学术思想同样很有可能来自

中国、日本等国家。”比照现实，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理论则是历史研究的指南和灵魂。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

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设在历史理论研究所。③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再次郑重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④ 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加

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继续以开放胸怀加强中外学术

交流与合作，既“请进来”，更要“走出去”。要以我为主，努力提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学术思想，

努力打造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要增强学术自信，摒弃学术上的“崇洋”心理，对西方的后现代

主义史学、公民社会理论以及全球史、“新清史”、新文化史、情感史研究等，我们要有鉴别和取舍，

决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能邯郸学步、鹦鹉学舌。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其学术根基、学术中

心理应在中国。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底气和气魄，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推进学术创新，积极掌握学

术话语权。
总之，历史理论研究所是时势的产物。新时代是历史学可以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是历史理

论研究受到空前重视、享有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时代。我们要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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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语出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是党中央对

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而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应努力争取更大作为。西方学界很重视研究、思考那些宏大理论

问题，重视提出新概念新表述，以迎合本国的内外政策。举凡“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均为融合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作

出的新概括新阐释，弗朗西斯·福山和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都是西方名噪一时的历史哲学家。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396 页。
该中心成立于 2019 年 6 月，至今已多次开展活动: 2019 年 11 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海外中国

学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主办“‘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9 月，参与承办“社科论坛”
( 史学·2021) “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以“研究中心”成员名义相继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中

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一书正在策划出版中。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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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照中央审定的建所方案，历史理论研究所下设九个研究室，依次是 :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研究室、历史思潮研究室( 又称“理论写作组”) 、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外国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研究室、国家治理史研究室、中华文明史研究室、中国通史研究室、中外文明比较研究

室、海外中国学研究室。排在前面的四个研究室，其名称均有“理论”二字。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层面讲，本所 是 唯 一 一 个 以“理 论”二 字 命 名 的 研 究 所。这 种 定 位 是 荣 誉，更 是 一 种 使 命 和

责任。
这九个研究室即九个学科，构成完整的历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仅是其中的一个

分支，在学科设置上真正实现了各历史学科的融合。我将其特点概括为“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

史、长时段研究”。①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排列第一，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主旨是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加强理论思考与研究，以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堪称历史理论研究的典

范: 作为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科学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现象，以此为指导来总结百

年党史所形成的历史观便是正确党史观; 以 3. 6 万字来总结百年党史，进行长时段、贯通式研究

与思考，生动体现了大历史观。唯物史观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后，究竟给中国历史学带来哪些深刻

变化? 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我们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

观上存在哪些偏差? 这一历史很值得好好总结。2021 年，本所申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口述访谈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分别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重点

课题。
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须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

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研究，努力做到既不丢老祖宗，同时又能讲新

话。对唯物史观及时作出新阐释新概括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坚持唯物史观与发展

唯物史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发展是最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历史，坚持理论创新是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从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在唯物史观上都是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统一。譬如，“五种社会形

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观点，我们党将之作为指南而不是教条，科学分析中国具体国

情，据此提出新的原创性理论作为科学决策的遵循: 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近代中国的社

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前途是社会主义; 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我国正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习近平同志提出“新发展阶段”说，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攻坚克难，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功走出中国革命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条新路，使中国阔步走向繁荣富强，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五种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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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史学理论研究》2019 年第 3 期“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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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密不可分。“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唯物史观诞生在大机器

生产时代，而现在已处在后工业时代，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由此引发的变化是深刻的、全方位

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内涵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再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人民在我国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变也不能变，而“人民”概念的内涵以及当代中国阶

级、阶层的构成，与过去相比确已发生深刻变化，江泽民同志敏锐注意到这一新变化，在 2001 年

“七一”讲话中分析指出我国已出现六个新的社会阶层。① 在百年光辉历程中，我们党是如何既坚

持唯物史观，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 就此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对推

进理论创新大有裨益。
历史思潮研究室的旨趣是关注历史思潮演变，及时就当下社会上的热点话题作出回应，释

疑解惑，正本清源，宣传、阐释正确历史观，解析、批驳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该研究室又名

“理论写作组”，写理论文章是主业，带有时效性，出手要快。要加强两方面素养。一是理论素

养。建所之初，我分析了研究队伍存在的短板，其中一个短板是“只会讲老话 (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不会讲新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 ，甚至是老话讲不好、新话不会讲”。补短板

须加强理论学习，我们专为本所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开列了书单。二是专业素

养。宣传要以研究为依托，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作为支撑，深入才能浅出。再就是要注意两点: 其

一，严格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既敢于斗争，又要把握好分寸，不能

无端上纲上线。其二，善于用学术话语来表达政治话语。写理论文章不是贴标签、喊口号、表决

心，不能居高临下板着面孔说教，要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努力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社会

效果。2021 年，本所申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

项课题，计划写三卷。
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传统优势学科。

近二三十年来，这种优势在不知不觉中削弱，研究成果萎缩，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由盛转衰趋势明显。
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两个学科被列为本所重点学科，须尽快止跌回升。从学术

史角度看，这两个领域是块“熟地”，以往研究虽已取得骄人成绩，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但毋庸讳言，

仍存在不足。一是深耕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粗放式、低水平重复的研究较多。一些著述

偏重于介绍、描述，缺乏思想性。二是有些学者画地为牢，专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或外国史学理论研

究，唯物史观被边缘化。其实，我们研究中外史学理论，主旨是推陈出新，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致力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要着力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下功夫。本所

新近申报了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分别是《“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

究》以及六卷本《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课题。②

与历史思潮研究相似，国家治理史研究属于新兴学科。本所的国家治理史研究室是国内

首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

大战略课题。提高国家治理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水 平 是 实 现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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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他们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
由职业人员。参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 页。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示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2 年度

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名单。本所申报的《“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获得立项。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义，其途径之一是总结、反思我国古代漫长的治国理政实践，从中获取有益借鉴。《中 国 历 代

治理体系研究》是我们在建所当年承担的首个重大项目，属中国历史研究院交办课题。我们随

即组成课题组，设立中央与地方、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礼治与法治、思想与文化、民本与民

生、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环境治理、基层秩序 11 个子课题，用三年多时间完成近一

百万字的书稿撰写，结项评审等级为“优秀”。目前书稿已完成第三次修订，处在出版前的审

稿阶段。
中国通史研究室、中华文明史研究室、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均有别于通

常的专题或专史研究，要求研究者是通才，具有大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学养深厚、思辨能力强，

能登高望远，深入思考、科学解读一些前沿性重大问题，以便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例如，通过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特质和形态，为今天的人类

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倘若按照西方“文明三要素”标准，中华文明仅有 3300 年历

史; 我国于 2002 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

案，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很了不起的学术贡

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范例。本所这四个研究室起步晚、起点低，缺乏学术积累，须苦修内功、奋

起直追。
概括地说，历史理论研究所在学科设置上打通古今中外，实现了各相关历史学科的融合发展，

体现了前沿性、战略性、理论性。基于这一学科布局，要努力做到“两个结合”: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

用对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整体，学科体系相

当于学科的顶层设计，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支撑，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而贯穿

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人才。说到底，学科靠人来建设，学术带头人有权威、形成研究梯队，推出一批

高质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就构成学术体系，支撑起学科建设; 权威学者及论著所阐释的成系统

的观点、思想、理论等，被学界奉为圭臬，便构成话语体系。因此，衡量“三大体系”建设之成效，关

键看是否出成果、出人才。这无捷径可走，从个人角度讲，归根到底靠潜心治学。从研究所角度

讲，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除组织实施课题、主办各

种专题学术研讨会、积极利用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这一平台开展活动外，另一重要途径是办

好所刊《史学理论研究》。

三

《史学理论研究》创刊于 1992 年，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主办，2019 年第 3
期起，正式转为历史理论研究所所刊。为顺应振兴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需要，我们举全所之力办

刊，依据中央核准的建所方案成立专门的编辑部( 以前是研究室兼职编稿) ，并果断改季刊为双月刊;

在办刊风格上与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学科布局和建所思路对接，在论文选题上精心策划，在栏目设置

上推陈出新，并致力于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和运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改刊后，该刊论文转载量、
转载率和综合指数排名均显著提升。以 2021 年论文转载量为例，合计《新华文摘》5 篇( 2 篇全文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5 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4 篇。
这套五卷本《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主要从改刊三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编选而成。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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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的是，限于主题和篇幅，不少优秀论文未能一并辑录。这五卷按主题编排，依次是《唯物史观与

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家》《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理

论研究的新问题·新趋向》，集中体现了我们的建所及办刊思路，展示了全国学界同仁的最新研究

成果。
在建所半年后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暑期专题研讨班上，我在历史学部发言时坦陈: “建所了，

牌子挂起来了，并不代表立刻就能按照上级要求发挥应有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很大距离。我们要

做的，就是百倍努力，尽量缩小这个距离，缩短这个周期。”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几分感慨。这一路

走来，激励、支撑我们砥砺前行的是一种精神。姑妄言之，可称为“建所精神”，其内涵为“团结，务

实，奋进”六字。
建所第一步，是把近代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三拨人整合在一起，接着是

面向社会招聘人员。我们起始就强调，新所要树立新风气，大家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近四年

来，本所没有人事纠葛，没有意气之争，大家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形成合力。“兄弟同心，其利断

金”，是为团结。本所核定编制 80 人，应聘者纷纷。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进人不是“拉壮丁”，不能一

味追求数量，应首重质量，宁缺毋滥。至于学科布局，我们意识到，在人员不足、人才匮乏情况下，九

个研究室不可能齐头并进，应有所侧重; 具体到每个具体学科，不求四面开花，应集中力量找准突破

口，争取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优势。是为务实。我们在建所之初仅有两人，连公章都没有，千

头万绪，一切从零开始。我们起始就确立“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工作思路，迎难而上。本所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所，至今建所不到四年，在职人员平均年龄不到 40 岁，朝气蓬勃。目前，我们

已大体完成建所任务，搭建起作为一个研究所的完整架构，科研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本所综

合处兼具科研处、人事处、党办、办公室的职能，在岗人员仅五人，爱岗敬业，表现出色。是为奋进。
建所不易，亲身参与建所是荣幸更是责任，大家很辛苦，同时又很享受这个过程，展现出好的精神

面貌。
有了这种精神，历史理论研究所未来可期。新时代是历史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时代，曾有一位

前辈学者感叹: 历史理论研究的春天到来了。让我们以此共勉，抓住机遇，不负韶华，不辱使命，加快

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

( 作者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 100101)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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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Major Systems”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 / Xia Chunta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four years ago.
Why wa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ies established? As the only newly established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why was the institute named “Historical Theories” instead of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layout of historical theories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major systems”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new era，what are the shortcomings to be solved，and what bottlenecks need to be overcome?
Speak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lea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ies，the author
attempts to share some insights on the above questions，inviting everyone to contribute to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promote studies on these topics collectively.

The Bielefeld School and Studies of German Social History / / Wang Yaping

German historiograph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ield of world history，so it sticks to tradition
and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n the 1950s，Germany，which had emerged from the shadow of war，was waiting
to be rebuilt，and studies of history also had a new starting point. New factors were introduced to Germa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and historians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 gradually accepted historical structures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proposed by the French Annales school. In the late 1960s，Bielefeld University，
founded with the purpose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created a platform for the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establishing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modern historians headed by Hans-Ulrich Wehler and
Jürgen Kocka adopted structural history ( Strukturgeschichte) as the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he Bielefeld School aims to study“total history”( histoire totale)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s and to combine influences of political，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ocial history.

The“Pragmatisch”History and the German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entering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and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 / Li Zijian

Before the birth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st，historical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were
understood as separate categories，during which history served as a kind of propaedeutics for theology and
jurisprudence. The“pragmat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pragmatical historical-writing) became the iconic
concept in the German Aufklärungshistorie ( German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 ，which was largely
promoted by 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Göttingen School of History such as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 1727 －
1799 ) and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 1735 －1809 )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ically minded，“pragmatisch”historians were supposed to focus on the caus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o deliver the results in a systematic way. This concept“pragmatisch”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systematisch”( systematic ) and“wissenschaftlich”( scientific ) as well. To
develop these three concepts，Gatterer and Schlözer conducted a reflection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historiography，and regarded the compilation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as the practice of
“pragmatisch”historical writing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works on historical sources，historians were asked
to exerci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select periods and objects that had universal va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doing so，they could shed light on their systematic and interconnected nature and
instill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scientific nature. Gatterer still remained traces of traditional rhetoric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performance，while Schlözer emphasized the leading role play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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